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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陌生人间的合作行为对于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义重大。本研究采用横断历

史元分析方法, 基于 1999~2019 年间开展的 254 项使用社会困境范式测量我国陌生人间合作行为的研究(共 302 个

合作率, 29249 名被试, 平均年龄：18~28 岁), 探讨了中国社会中合作行为的变迁及一些社会发展指标在其中的解

释作用, 并比较中美两国的合作行为变迁趋势。结果表明, 中国人的合作行为水平随时间而上升, 一些社会发展指

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率、高等教育水平、互联网普及率等)可能是其上升的社会变迁基础。中美两国合

作行为表现出相似的上升趋势, 但中国的在更短时间内有更大上升幅度。研究结果对提振民众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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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合作行为通常指个体为了互动双方的共同利

益而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行为(van Lange & Rand, 

2022), 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人类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 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都离不开彼此的合作。在一个国家或社会内部, 与

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相比, 不受人际关系限制和更

能广泛发生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有助于人们

形成新的社会关系, 拓展社交网络, 促进社会的广

义互惠, 以及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Henrich, 2004; 

Putnam, 2000), 进而提高社会治理效率, 促进经济

增长, 提升公共健康和民众幸福感(Putnam, 2000), 

最 终 提 高 一 个 国 家 或 社 会 对 外 竞 争 的 整 体 优 势

(Francois et al., 2018; Mesoudi, 2009)。 

合作行为及其社会规范并非一成不变, 而会随

着社会生态和文化(如经济发展、城市化、人际信

任与个体主义等)的变迁而变化(Boyd & Richerson, 

2009; Greenfield, 2016; Richerson et al., 2016; Yuan 

et al., 2022)。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

的社会变迁, 主要表现为经济迅速增长、城市化水

平上升、高等教育更为普及、互联网发展迅速, 同

时人们的居住流动性和社会交往范围扩大, 熟人社

会不断收缩, 陌生人社会不断扩展(陌生人之间的

互动与合作比以往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 社会的

人际信任下降(辛自强, 2019), 个体主义提升(蔡华

俭 等, 2020; Hamamura & Xu, 2015)。那么, 中国社

会中的合作行为, 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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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些社会变迁如何变化呢？探讨合作行为如

何发展与变迁一直是重要的理论问题(Pennisi, 2005; 

黄少安, 张苏, 2013), 在中国当前社会中, 理解陌

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化及其社会变迁基础, 对于

我们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 提升社会凝聚力和竞争

力, 以及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具有重要的

社会实践意义。 

为了探讨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水平的

变迁, 本研究对 1999~2019 年间开展的 254 项采用

社会困境范式测量我国平均年龄为 18~28 岁的成年

被试与陌生人互动时的合作行为研究进行横断历

史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社会困境

(即个体的短期利益与集体的长期利益有冲突的情

境, 如囚徒困境和公共物品困境)范式在过去几十

年间被常用于研究人们的合作行为(Dawes, 1980; 

van Lange et al., 2013); 横断历史元分析可通过比

较不同历史时间点的同一年龄组被试在同一测量

或研究范式下的数据, 探讨特定心理或行为随年代

发展而变化的趋势(辛自强, 池丽萍, 2008; Curran 

& Hill, 2019; Twenge et al., 2004)。本研究通过分析

社会困境范式中内部效度较高的实验行为数据, 可

以避免问卷调查中的自我报告偏差, 排除其他可能

的解释, 获得关于中国社会中合作行为变迁的可靠

而直接的证据。此外, 本研究也进一步分析了 10

年和 5 年之前的相关社会指标(如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城市化水平)对合作行为的预测作用, 进而探讨

合作行为变化的可能社会变迁基础; 本研究还比较

了中美两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迁趋

势, 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陌生人合作行为的

社会变迁特点, 并在更大范围内揭示合作行为随社

会发展而变迁的规律。 

1.1  合作行为及其测量 

研究者最常使用社会困境范式研究合作行为

(van Lange et al., 2013)。在社会困境中, 个人利益

与集体利益存在冲突, 合作通常被定义为个体为了

集体利益而付出一定代价的行为(Rand & Nowak, 

2013; van Lange & Rand, 2022)。常见的社会困境范

式包括囚徒困境、公共物品困境和资源困境, 其中, 

资源困境是“拿”游戏范式(take-some game), 其情

境、收益结构以及合作行为的计算指标均与囚徒困

境和公共物品困境有所区别(Spadaro, Tiddi, et al., 

2022), 为了在横断历史元分析中尽可能统一测量

工具, 控制测量偏差, 本研究使用囚徒困境和公共

物品困境这两种高度相似的社会困境范式探讨中

国人合作行为的社会变迁。 

典型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PD; Rand 

& Nowak, 2013; van Lange & Rand, 2022)通常包含

A 和 B 两名决策者, 双方同时决定与对方合作或背

叛。如果双方都合作, 他们获得的收益(R)总是大于

双方都背叛时的收益(P)。而当一方合作, 另一方背

叛时, 背叛方总是获得最高的收益(T), 合作方获得

的收益最低(S)。互动双方不同行为对应的收益存在

T > R > P > S 这一关系。 

公共物品困境(Public Goods Dilemma, PGD; 

Fehr & Fischbacher, 2004)通常包含 N (N ≥ 2)名组

员, 每位组员同时决定从自己的初始资金 E 中贡献

x (0 ≤ x ≤ E)资金给集体账户, 剩下的资金留在个人

账户中。贡献给集体账户的总资金会变成原来的

b (1 < b < N)倍后再平均分给每位组员, 而保留在

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价值不变。对于组员来说, 不管

其是否向集体账户贡献, 最终都可以从集体账户中

获益。 

由于囚徒困境和公共物品困境具有相似的收

益结构, 公共物品困境有时也被称为 N 人囚徒困境

(N ≥ 2; Fehr & Fischbacher, 2004; Rand & Nowak, 

2013)。在这两种社会困境中, 个体都面临背叛或者

不给集体账户做贡献而最大化个人收益与合作或

者给集体账户多做贡献而最大化集体利益的冲突。

如果每个人都选择背叛或者不向集体账户贡献, 则

整个集体的收益最低; 而如果每个人都选择合作或

者将所有的个人资金都贡献给集体账户, 那么集体

的收益会最大, 每个人也能从集体账户中获得更多

收益。 

总之, 社会困境范式可以反映现实世界中许多

涉及合作决策的问题及其解决。例如, 各国政府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资金投入, 人们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传播时的居家隔离行为, 小区居民向社区集体项

目捐款等都可理解为人们在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

为, 即个体付出一定代价却对集体有利的行为。此

外, 社会困境范式主要测量个体实际的合作行为而

非合作态度, 具有较低的测量偏差和较高的内部效

度, 为我们在标准化情境中研究现实生活中复杂的

社会合作互动提供了一种简约模型(Balliet et al., 

2011; Murnighan & Wang, 2016; Thielmann et al., 

2021)。实证研究也表明, 社会困境范式整体而言具

有较高的外部生态效度(Galizzi & Navarro-Martinez, 

2019)。例如, 社会困境范式中的合作行为与人们生

活中的许多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 这些行为包括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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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捐赠(Benz & Meier, 2008)、自我报告的与社区成

员合作的行为(Soler, 2012), 以及献血和志愿行为

(Haesevoets et al., 2020)。因此, 使用社会困境范式

中测量合作行为的历史数据可以直接而较为准确

地检验社会变迁背景下人们合作行为的变化。本研

究纳入元分析的所有研究中的社会互动均发生在

陌生人之间, 即社会困境中的参与者没有任何互动

历史, 没有任何关于互动对象的名声信息, 这类似

于现实生活中广泛发生的许多陌生民众参与合作

行为时面临的重要情境特征。此外, 以往社会困境

研究中的合作行为也大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本研

究使用这种历史上大量累积的、统一的陌生人之间

互动的数据, 也可以避免因互动对象之间的关系类

型而导致的数据偏差, 提高结论的可靠程度。 

1.2  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化 

合作行为可以随着社会生态与文化环境的变

迁而变化(Chudek & Henrich, 2011; Richerson et al., 

2016)。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 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文

化环境塑造个体的心理发展, 而出生于不同年代的

个体经历着不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例如社会

财富水平、城市化水平和互联网发展等), 这使得成

长于不同年代的个体在特定心理特征上存在差异, 

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态度、信念和行为(Greenfield, 

2016; Twenge & Campbell, 2001)。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 尤其是近 20 年来, 中国社会中的巨大变迁(如

工业化、城市化、高等教育和互联网发展等)可能

引发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化。 

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我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

合作行为的变迁, 尤其是没有使用内部效度较高的

实验行为数据(即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直接检验

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如何变化的研

究。最新一项与合作行为相关的横断历史元分析探

讨了美国人在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随时间变化

的趋势, 发现在 61 年间(1956~2017), 美国陌生人

之间的合作行为随时间变化而呈上升态势(Yuan et 

al., 2022)。但该研究结论只适用于美国社会。考虑

到中美两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差异, 特别是

中国社会在较短的近几十年内经历了更为迅速的

变迁(景天魁, 2015), 而且正处于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 因此亟需理解合作行为等社

会资本的变化趋势, 以考虑如何进一步增长社会资

本。所以, 探讨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

社会变迁特点, 并与美国合作行为变迁趋势进行对

比, 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理解人类合作行为的社会

变迁规律,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们接下来具体阐述某些社会生态与文化变

迁如何影响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

化, 并分析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证据所提出

的两个竞争性假设：(1)中国社会中陌生人的合作行

为随时间下降(假设 1); (2)中国社会中陌生人的合

作行为随时间上升(假设 2)。 

1.2.1  中国社会中陌生人的合作行为可能随时间变

化而下降 

主流观点认为, 随着现代化发展、社会竞争加

剧和个体主义提升 ,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降低 , 

人 们 也 更 不 愿 意 信 任 他 人 和 参 与 社 会 公 共 生 活

(Greenfield, 2016; Hamamura, 2012), 基于此, 我们

从以下社会生态与文化变迁视角阐述中国社会中

陌生人合作行为可能下降的依据：(1)城市化水平提

升; (2)个体主义提升; (3)社会信任下降。 

中国社会过去几十年发生的显著变化之一是

城市化水平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而快速提

升, 城市化率从 1999 年的 34.78%稳定而持续地上

升到 2019 年的 62.71% (中国统计年鉴, 2021)。城市

化水平的发展可能通过降低人们的名声关注而降

低合作行为。以往研究表明, 人们对自己在他人眼

中的良好名声的关注是促进合作行为的重要因素

(Ge et al., 2019; Wu et al., 2016)。与生活在传统农

村中的人们相比, 城市居民往往处于一个缺乏稳定

社会联系和熟人互动的陌生人社会中。因此, 个体

的社会行为和声誉更难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传播, 这

就导致了对不合作行为的人际监督的降低, 使人们

不太可能从合作行为中间接获益。此外, 随着城市

规模的快速扩张, 人们在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工作、

生活和购物等地理分隔也会增加社区隔离感, 削弱

社群意识(Putnam, 2001)。城市生活的高度商业化、

快速的工作节奏、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更长的通

勤时间和较大的经济压力都会降低人们的社会参

与热情和社会联结感, 挤压人们花在与朋友、邻居、

陌 生 人 互 动 以 及 社 会 公 益 项 目 上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Putnam, 2000)。这些都可能降低人们与陌生人的合

作行为。 

此外, 现代化水平的发展往往“助推”人们的自

主独立和个体主义文化的发展 (Greenfield, 2016; 

Inglehart & Baker, 2000; Santos et al., 2017), 削弱

人们的相互依赖性, 而人们感知的相互依赖性和利

益一致性是促进彼此合作的重要条件 (Columbus 

et al., 2021)。伴随着科技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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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和高等教育的

普及, 中国现代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这使人们过

上了更加富足和独立的生活。研究表明, 中国社会

中的个体主义水平在过去几十年来日益提升(蔡华

俭 等, 2020; Hamamura & Xu, 2015)。现代社会中

更高的个体主义意味着人们越发脱离传统的社会

关系和价值观念, 更独立自由地做自己的选择, 更

加看重个人目标的实现。这种更高的个体主义也反

映在中国社会中日益升高的离婚率、更多的自由职

业 者 以 及 更 高 的 独 居 率 等 方 面 (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 

2021)。这些都可能会削弱人们的社会联结感和相

互依赖性, 降低人们与陌生人合作的意愿。 

最后, 许多研究表明, 中国社会随着经济的高

速发展, 收入不平等也在加剧(Xie & Zhou, 2014), 

这可能导致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下降(Lin, et al., 

2023)。确实, 很多研究发现, 中国人的一般人际信

任水平随时间而下降(李路路, 王鹏, 2018; 辛自强, 

2019; Xin & Xin, 2017)。人际信任是个体基于对他

人行为或意图的积极预期而愿意承受由此带来的

风 险 的 一 种 心 理 状 态 , 是 合 作 行 为 的 重 要 基 础

(Balliet & van Lange, 2013)。研究表明, 人们对他人

合作行为的预期反映着对他人的信任水平, 可强有

力 地 预 测 人 们 在 社 会 困 境 中 的 合 作 行 为 (Pletzer 

et al., 2018)。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人际信任的下降

会削弱人们对陌生他人合作意图的预期, 从而降低

人们的合作行为。 

1.2.2  中国社会中陌生人的合作行为可能随时间变

化而上升 

虽然主流观点和很多间接研究证据表明中国

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可能下降, 但是也有

一些理论视角和研究表明中国人的合作行为可能

随着时间变化而上升。 

首先, 在现代化进程中, 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之后, 科技革新、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水

平的提升, 使得中国日益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

会 , 社会分工体系日益复杂 , 第三产业(尤其是服

务业)的比重不断提升, 人口迁徙和流动迅速增加,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互动范围扩大, 需要频繁接触

陌生人并依赖陌生人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社

会的共同目标, 这些都可能提高人们与陌生人的合

作行为。以往研究也表明, 自然选择偏好社会分工, 

更多的社会分工促进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

作(Cooper & West, 2018)。 

其次, 日益升高的个体主义也可能使陌生人之

间的信任与合作水平更高, 因为个体主义者更可能

与陌生人进行互动(Oyserman et al., 2002)。一些证

据表明, 在美国社会中个体主义水平更高(如更高

的独居率、离婚率与结婚率之比、自由职业者)的

州里, 人们往往有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 给慈善机

构的捐赠也更多 , 在志愿行为中也投入更多时间

(Allik & Realo, 2004; Kemmelmeier et al., 2006)。一

些跨国研究也表明, 个体主义水平更高的社会也有

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Beilmann et al., 2018; Jing 

et al., 2021; van de Vliert & van Lange, 2019)。个体

自由、自主和松散的社会规范也与一般信任显著正

相关(Gelfand et al., 2006; Gunia et al., 2011)。一些

研究也表明, 与集体主义者相比, 个体主义者更可

能在与陌生人的社会互动中选择合作 (Berigan & 

Irwin, 2011; Chen & Li, 2005)。基于这些证据, 在社

会分工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 即使人们对社会上

一般他人的信任意愿或态度下降, 但是在有相互依

赖性的具体社会互动情境中, 日益升高的个体主义

更可能促进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与合作。 

最后,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

提高也可能促使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上升。复杂

的认知能力(如数值计算、学习和记忆以及欺骗监

测能力)有利于提高合作行为(Moreira et al., 2013; 

Stevens & Hauser, 2004)。在社会困境中, 人们需要

理解每一个决策同时对自己和同伴收益的影响, 记

住同伴先前的决策, 预期他们未来的决策, 从而在

特定的情境中做出策略性的最佳行为选择, 这促进

合作并防止背叛(Brosnan et al., 2010; Nowak & 

Sigmund, 1998)。研究的确表明, 智力更高的个体在

多 轮 互 动 的 囚 徒 困 境 中 更 加 合 作 (Jones, 2008; 

Proto et al., 2014)。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以及许多国

家的平均智力水平在多种测量指标上都表现出日

益 升 高 的 趋 势 (Liu & Lynn, 2013; Pietschnig & 

Voracek, 2015), 这可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

社会困境, 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

间合作行为的上升。 

1.3  本研究目的 

本研究将通过横断历史元分析检验中国社会

中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在过去数十年间究竟是

下降了还是上升了, 具体检验平均年龄为 18~28 岁

的年轻成人被试(控制年龄的影响)在社会困境(即

囚徒困境和公共物品困境)中的平均合作率与数据

收集年份之间的关系, 也进一步分析上述中国社会

变迁过程中的一些社会发展指标对合作行为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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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和解释作用。本研究也同时比较中美两国社会中

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变迁趋势的异同, 从而更深

入地理解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社会

变迁特点, 并在更大范围内理解人类合作行为随社

会发展而变迁的规律。 

2  方法 

本研究所有的原始数据, 分析代码以及其他的

补充材料(包括文献筛选流程图、发表偏差分析、

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分析、元分析所纳入研究的基本

信息表以及文献列表等)均已上传至开放科学平台

(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 (https://osf.io/ 

hxguw/)。 

2.1  文献检索 

本研究通过中英文数据库检索了社会困境的

实证研究文献。其中, 2017 年及之前的数据来自“合

作 行 为 数 据 库 ” (Cooperation Databank, CoDa; 

Spadaro, Tiddi, et al., 2022; 详 见 https:// 

cooperationdatabank.org), 该数据库纳入了之前所

有使用社会困境范式研究合作行为的数据 (包括 

英文、中文和日语论文, 本元分析只纳入了英文和

中文文献), 其系统的文献检索完成于 2015 年 9 月

和 10 月以及 2018 年 1 月(主要补充 2016 年至 2017

年的最新文献), 其中中文文献检索于 2017 年 11 月

到 12 月之间(Spadaro, Tiddi, et al., 2022; 关于该数  

据 库 的 发 展 历 史 与 文 献 检 索 详 见 https:// 

cooperationdatabank.org/)。其中 , 英文文献来源于

PsycINFO, Web of Science, Google Scholar 以及两

所大学(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和莱顿大学)图书馆的

数据库 , 检索关键词为  ‘Public goods dilemma*’, 

‘Public good*’, ‘Public good* game*’, ‘Prisoner’s 

dilemma*’, ‘Voluntar* contribut* experiment*’, 

‘Voluntary contribution mechanism’, ‘Social dilemma’, 

‘Mixed-motive game*’, ‘Resource dilemma*’, ‘Matrix 

games’, ‘Cooperation’ AND ‘Experiment’, ‘Common 

pool game’, ‘Give-some dilemma’, ‘Take-some 

dilemma’, ‘Give-some game’, ‘Take-some game’; 中

文文献来自于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库和维普期刊资

源整合服务平台, 检索关键词为：“囚徒困境”或“囚

徒两难”或“公共物品困境”或“公共物品两难”或“公

共品”或“社会困境”或“社会两难”或“行为决策”或

“合作决策”或“合作行为”或“亲社会行为”。文献检

索结果包括正式发表的论文、未发表的工作论文、

硕博士论文和会议论文。此外, 该数据库也纳入了

与社会困境有关的书籍、实证研究、综述文章和元

分析文章中的参考文献, 以及通过邮件向相关研究

者征集的社会困境研究数据。2017 年之后的中英文

文献通过同样的文献检索方式于 2020 年 7 月补充

检索得到。 

2.2  文献纳入标准 

纳入该元分析的研究需符合以下标准：(1)研究

数据在中国大陆收集; (2)被试群体是平均年龄为

18~28 岁的中国成人被试, 包括大学生和一般成人

被试; (3)测量合作行为的社会困境范式为公共物品

困境或囚徒困境; (4)社会困境中的互动发生在陌生

人之间, 即排除被试与自己的家人、朋友或认识的

一般他人等熟人之间进行互动的研究(社会困境研

究通常会在指导语中告诉被试其互动对象是否为

陌生人或操纵陌生人与熟人关系并在文中报告互

动各方之间的关系); (5)从文献中可以获得被试的

总体平均合作率; (6)为了增加研究的同质性, 排除

使用非线性收益结构(当所有组员的贡献超过某个

临界点后, 集体收益会下降而非线性增长)的社会

困境研究。基于上述标准, 本研究共纳入了 255 项

研究 , 总计 304 个合作率(效应量), 总样本量为

29290。在排除 2 个极端值后(|Z| > 3.29; Tabachnick 

& Fidell, 2007), 最终的元分析共包括 254 项研究, 

总计 302 个合作率和 29249 名被试, 时间跨度为

1999 年到 2019 年。 

2.3  数据编码程序 

基 于 统 一 的 编 码 手 册 ( 详 细 说 明 见 https:// 

cooperationdatabank.org/codebook-2/), 多名研究者

共同完成对本数据的编码工作(编码成员大多为在

读研究生或大学教职人员, 其中关于合作行为数据

库的编码团队详见 https://cooperationdatabank.org/ 

about-coda/), 每项研究中的变量均经由两名编码

者进行独立编码。这些编码具有较高或足够的编码

者 一 致 性 , 其 中 连 续 变 量 的 编 码 一 致 性 指 标

Krippendorff’s α (Hayes & Krippendorff, 2007)在

0.91 到 0.98 之间 ; 分类变量的编码一致性比例

(agreement rate)在 82.90%到 96.60%之间。对于编

码中存在的不一致之处, 研究者之间进行了核对、

讨论并最终统一编码。 

2.4  数据收集年份的编码 

研究如果直接报告了数据收集年份, 我们直接

编码该年份(k = 58), 若无此信息, 我们则按照以下

原 则 估 计 数 据 收 集 年 份 (Konrath et al., 2011; 

Twenge et al., 2004)：(1)若文章是会议论文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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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则使用会议报告或论文公开的年份(k = 9); 

(2)若文献给出了论文投稿年份, 则使用该年份(k = 

58); (3)若文献给出了论文接收年份 , 则使用该年

份减 1 (k = 3); (4)若数据来自硕博士论文, 则使用

论文答辩年份减 1 (k = 18); (5)若文献报告了论文在

线发表或出版年份, 则使用该年份减 2 (k = 156)。

数据收集年份的变化范围为 1999 到 2019 年(Mdn = 

2014)。 

2.5  合作率(效应量)的编码 

本研究以被试在社会困境中的总平均合作率

(overall mean cooperation rate)作为合作行为的测量

指标, 更高的合作率意味着更高的合作水平, 其取

值范围在 0 到 1 之间。 

具体而言, 在二分选择(dichotomous)的公共物

品困境和囚徒困境中, 被试有两种选择：合作(将自

己的所有初始资金贡献给集体账户或者给其互动

同伴)或者背叛(将自己的初始资金不贡献给集体账

户或者不给其互动同伴) (Dawes, 1980; Shank et al., 

2019), 被试的平均合作水平便为选择合作的平均

次数占其所有决策次数的比例：p = 平均合作次数

/被试所有的决策次数。 

在连续选择(continuous)的公共物品困境和囚

徒困境中, 被试可以决定从自己的初始资金中选择

任意数量资金贡献给集体账户或者给其互动同伴

(Fehr & Fischbacher, 2004), 平 均 合 作 率 pcont = 

(M−ELL) / (EUL−ELL), 其中, M 为贡献量均值, ELL 和

EUL 分别为初始资金的潜在贡献下限和上限, 例如, 

若每人的初始资金为 10, 实验要求最低的贡献数

从 1 开始, 被试平均的贡献数为 4, 则合作率 pcont = 

(4−1) / (10−1) = 0.33。本元分析纳入的所有研究中, 

ELL 等于 0 (即最低贡献数从 0 开始), 因此, 平均合

作率便为被试的平均贡献金额(M)占初始资金的比

例：pcont = 平均的贡献数(M) / 被试拥有的初始资

金数(EUL)。 

2.6  合作率(效应量)的转换 

对于平均值为比例的效应量, 研究者需对其对

数转换后再行分析(Lipsey & Wilson, 2001)。参考以

往元分析的做法(Yuan et al., 2022), 本研究将平均

合作率进行对数转换 , 然后对转换后的效应量 yi 

(logit-transformed cooperation rates)进行分析, 最后

再将对数数据转换为比例进行描述和解释。 

在二分选择的公共物品困境和囚徒困境中, 合

作率按照公式 yi (coop) = loge[p/(1−p)]转换, 合作率

(效应量)的变异按照公式 vi (coop) = 1/np＋1/(n−np)计

算, 其中 p 是原始合作率, n 是样本量。 

在连续选择的公共物品困境和囚徒困境中, 合

作率按照公式 yi (cont) = loge[pcont/(1−pcont)]转换, 合

作率(效应量)的变异按照下列公式 1 计算 , 其中

pcont 是原始合作率, n 是样本量, M 是个体给集体 

或互动对方的平均贡献数, SD 是平均贡献数的标

准差。 

 
2

( ) 2 2

1
     

(1 )
i cont

cont

SD
v

M p n
 


 (1) 

对于连续选择的公共物品困境和囚徒困境, 若

研究未报告平均贡献数的标准差, 我们则使用变异

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 SD/M)的中值对

数据进行插补, 然后再计算效应量的变异。具体而

言, 我们基于那些已报告的标准差计算每项研究的

变异系数 CV, 然后, 使用公式 vi (cont) = CV2/[(1− 

pcont)
2n]计算那些未报告平均贡献数的标准差的研

究中的效应量变异。在本研究中, 共有 160 项研究

中的 186 个样本报告了平均贡献数的标准差, 我们

基于此计算的变异系数的中值为 0.42 (M = 0.45, 

SD = 0.24); 最后, 我们使用 0.42 估计剩下的 25 项

研究中的 40 个效应量的变异。 

2.7  操纵社会困境特征的研究：合作率的编码 

我们也编码了社会困境范式中的研究特征(例

如社会困境中的利益冲突程度、沟通机制等; 参见

下面的研究特征编码), 并把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如

果研究操纵了社会困境的研究特征, 我们则采用两

种方式编码平均合作率和转化效应量 yi：(1)如果研

究采用了组间设计, 并且提供了每个水平下的平均

合作率, 我们就分别编码该研究特征的每个水平下

的平均合作率 , 并将其分别进行对数转换。例如 , 

某项研究探讨了惩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其中一组

的社会困境中有惩罚机制 , 另一组没有惩罚机制 , 

我们就将该项研究拆分成两个单独的样本与合作

率 , 并在控制变量那里分别编码惩罚信息。因此 , 

一些效应量会嵌套在同一项研究中, 从而产生多水

平数据结构; (2)如果研究只报告了总体的平均合作

率, 没有报告各组的平均合作率, 或者研究采用了

组内设计, 我们则使用总体的平均合作率作为效应

量, 并进行相应的对数转换。基于该程序, 我们从

编码的 255 项研究中获得了 304 个单独的效应量(N 

= 29290)。在排除掉 2 个极端值之后(|Z| > 3.29), 最

终的元分析包含 254 项研究, 共计 302 个单独的效

应量(N = 29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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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研究特征的编码 

我们对社会困境的重要研究特征进行编码, 并

在元分析中把可能影响合作行为的研究特征当作

控制变量(Yuan et al., 2022)。下面介绍所编码的重

要研究特征和相应的效应量的数量(k)。 

(1)社会困境类型。我们将使用囚徒困境的研究

编码为 0 (k = 93), 将使用公共物品困境的研究编

码为 1 (k = 209)。 

(2)男性被试比例。我们将样本中男性被试占总

被试的比例编码为连续变量, 取值范围在 0 到 1 之

间, 排除未报告男性比例的样本(k = 63)后, 男性被

试比例的平均值为 0.43 (k = 239, SD = 0.16)。 

(3)互动重复性。在社会困境研究中, 被试可被

允许与同一个人进行单轮或多轮互动。我们将互动

重复性编码为单轮互动(k = 131, 编码为 0)和多轮

互动(k = 164, 编码为 1)。一些研究操纵了互动重复

性, 但并未报告每个水平下的合作率, 我们则将互

动重复性编码为混合型(k = 7, 编码为 0.5)。在本研

究中, 所有具有混合水平的社会困境特征(包括沟

通和奖惩机制等特征)都被编码为 0.5, 在回归模型

中则对这些变量进行虚拟编码, 分别将编码为 0.5

和 1 的水平与 0 进行比较。 

(4)群体规模。群体规模指在社会困境中同一组

进行互动的人数, 我们将其编码为连续变量。一些

研究操纵了群体规模, 但并未报告每个水平的合作

率, 我们则编码该研究中群体规模的中值。本研究

中群体规模的最小值为 2, 最大值为 9 (Mode = 2, 

Mdn = 4, M = 3.32)。因为群体规模的分布比较偏向

两人的小群体, 我们对群体规模进行了对数转换后

再进行分析。 

(5)利益冲突程度。我们将社会困境中不同参与

者的决策收益之间的冲突程度编码为连续变量。在

囚徒困境中常用的测量指标为 K 指数 (K index) 

(Rapoport, 1967), K 指数表示参与者的不同行为决

策的组合所产生的不同收益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K = (R−P)/(T−S), 其中 R 表示双方都合作时的收益, 

P 表示双方都不合作时的收益, T 表示单方面背叛

时的收益, S 表示单方面合作时的收益, 四者满足

T > R > P > S, 因此有：0 < K 指数< 1。在有更高 K 

指数(也被称为合作指数)的社会困境中, 相对于同

时背叛时的收益, 同时合作时的收益明显更高, 此

时 的 参 与 者 更 愿 意 做 出 合 作 行 为 (Balliet & van 

Lange, 2013)。 

在公共物品困境中, 测量利益冲突程度常用的

指标为人均边际回报率(marginal per-capita return, 

MPCR; Isaac et al., 1984), MPCR 等于贡献给集体账

户的总资金所乘以的倍数 b (1 < b < N) 除以群体

规模 N, 即 MPCR = b/N, 表示组员每向集体账户贡

献 1 个单位的金额时平均每人可获得的金额, 在社

会困境中有：0 < MPCR <1。社会困境中的 MPCR

越大, 每个人向集体账户贡献时的人均收益也越大, 

人们也通常更加合作。 

此外, 研究者也可以使用 K 指数计算公共物品

困境中的利益冲突程度, 因为公共物品困境通常被

看作是 N (N ≥ 2)人囚徒困境(Thielmann et al., 

2020)。对于 N 人囚徒困境, 研究者可通过 K’ = (CN 

− D0)/(DN-1 − C1)这一变式计算 K 指数(Balliet & van 

Lange, 2013; Komorita, 1976)。其中, CN 表示每个人

都合作时的收益, D0 表示每个人都背叛时的收益, 

DN-1 表示一个人背叛而其他人都合作时背叛者的收

益, C1 表示一个人合作而其他人都背叛时合作者的

收益。因此, 上述两人囚徒困境中的 K 指数的计算

便是该公式的一个典型例子。那么, 在连续的社会

困境中, 组员可以选择将自己初始资金的任意金额

贡献给集体账户或者给互动同伴。研究者此时基于

K’公式计算 K 指数时, 应将合作表示为组员将自己

的所有初始资金都贡献给集体账户或者都给对方, 

而背叛则意味着组员不给集体账户或对方任何资

金, 然后基于组员合作或背叛时的收益计算社会困

境的 K 指数。总之, 对于 N (N ≥ 2)人囚徒困境或

公共物品困境, 均可以使用该公式计算 K 指数来衡

量社会困境中的利益冲突程度。K 指数越大, 则利

益冲突程度越小。 

本 研 究 纳 入 的 公 共 物 品 困 境 研 究 所 计 算 的

MPCR 与 K 指数高度相关(k = 210, r = 0.50, p < 

0.001), 表明两者都可以反映利益冲突程度。因此, 

参考前人研究(Thielmann et al., 2020; Yuan et al., 

2022), 对于所有的社会困境, 我们统一使用 K 指数

测量社会困境中的利益冲突程度。此外, 一些研究

操纵了 K 指数, 但并未报告每个水平下的合作率, 

我们则编码该研究中 K 指数的中值。对于所有可计

算 K 指数的研究(k = 297), K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0.03

到 0.85 (Mdn = 0.50, M = 0.44, SD = 0.13)。 

(6)沟通。在一些社会困境研究中, 研究者允许

组员在第一轮决策或者几轮决策后与组内的其他

成员进行沟通(如面对面讨论、传递纸条或者在线

沟通等)。我们将无沟通机制的研究编码为 0 (k = 

294), 将有任何一种沟通形式的研究编码为 1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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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外 , 一些研究操纵了社会困境的沟通机制 , 

但并未报告每个水平下的合作率, 我们则在沟通变

量上将该研究编码为混合型(k = 3, 编码为 0.5)。 

(7)奖惩机制。为了提升人们的合作行为, 一些

研究设置了对被试的合作行为进行奖赏或对其不

合作行为进行惩罚的机制。我们将无奖惩机制的研

究编码为 0 (k = 242), 有奖惩机制的研究编码为

1 (k = 39)。此外, 一些研究操纵了社会困境的奖惩

机制, 但并未报告每个水平下的合作率, 我们则在

奖惩机制上将该研究编码为混合型(k = 21, 编码为

0.5)。 

(8)合作率所属轮次。如果社会困境研究只允许

被试进行一轮互动, 或者允许被试进行多轮互动并

基于所有的互动轮次而报告了合作率, 我们则将合

作率所属轮次编码为 0 (k = 274); 对于那些让被试

进行多轮互动但基于某轮或部分轮次的结果报告

了合作率的研究, 我们将合作率所属轮次编码为 1 

(k = 28, 其中 2 个效应量仅为第一轮的合作率, 26

个效应量仅为部分轮次的合作率)。 

2.9  社会指标 

基于前述研究假设的分析, 我们从国家统计局

官网(http://www.stats.gov.cn/tjsj/)公布的《中国统计

年鉴》和《国家数据》中获得了可能与陌生人合作

行为变迁有关的重要社会指标：(1)经济状况, 包括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和

社会保障率; (2)城市化率; (3)社会人口流动/关系流

动, 包括人户分离人口比例, 第三产业人员比例和居

民平均出游人次; (4)社会联结, 包括独居人口比例

和粗离婚率; (5)高等教育水平; (6)互联网普及率。

表 1 详细报告了每个社会指标的具体信息。 

2.10  元分析程序 

为了检验中国人的合作行为随时间的变化, 我

们使用了 R 语言中的 metafor 包进行分析(R Core 

Team, 2019; Viechtbauer, 2010)。由于我们在编码社

会困境的研究特征时对其进行了拆分, 这使得某些

效应量嵌套于同一项研究中, 具有非独立性, 因此, 

我们使用了三水平混合效应的元回归模型 (three- 

level mixed-effects meta-regression model; Assink & 

Wibbelink, 2016), 同时考虑模型中效应量的抽样

误 差 (sampling variance, 水 平 1) 、 研 究 内 变 异

(within-study variance, 水平 2), 以及研究间变异

(between-study variance, 水平 3)。此外, 我们使用

R 语言中的 mice 包对数据中的缺失值进行多重插

补(van Buuren & Groothuis-Oudshoorn, 2011)。该包

可与 metafor 包结合使用, 同时处理不同类型变量

的缺失值。 

在所有元回归模型中, 我们将数据收集年份作

为自变量, 将对数转换后的合作率作为因变量, 并

在模型中控制所有编码的研究特征对合作行为的

影 响 。 在 元 回 归 分 析 之 后 , 我 们 参 考 前 人 研 究

(Curran & Hill, 2019; Twenge et al., 2004), 基于回

归方程 y = bx + c (b 表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x 表示

数据收集年份, c 为回归方程的截距, y 表示合作率)

分别估算中国人在 1999 年时的合作率与 2019 年时

的合作率, 然后计算合作率的变化幅度。 

最后, 我们报告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之间的相

关关系。具体而言, 我们将社会指标数据与合作率

进行如下匹配(Twenge, 2000)：合作行为数据收集

前 10 年、前 5 年以及当年的社会指标与合作率进

行匹配。然后, 我们在元回归模型中分别使用每个 

 
表 1  社会指标的描述性信息 

社会指标 M (SD) 全距 时间跨度 

人均 GDP：对数转换(log-transformed)后人均 GDP。 9.46 (1.17) 7.34−11.16 1989~2019 

社会保障率：城镇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 0.15 (0.08) 0.05−0.31 1989~2019 

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 42.34 (11.93) 26.21−62.71 1989~2019 

人户分离人口比例：人户分离人数占总人口比例。 0.14 (0.06) 0.05−0.22 1998; 2000; 2002~2019 

第三产业人员比例：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所有就业人员比例。 0.31 (0.08) 0.18−0.47 1989~2019 

居民平均出游人次：国内游客人次除以总人口。 1.58 (1.18) 0.44−4.26 1994~2019 

独居人口比例：一人户家庭户户数占总家庭户户数的比例。 0.12 (0.04) 0.06−0.18 1998~1999;2002~2009;2011~2019

粗离婚率(‰)：某地区当年离婚对数占该地区年平均人口的比

重, 即粗离婚率=当年离婚对数/年平均人口数×1000‰。 

1.60 (0.88) 0.68−3.36 1989~2019 

高等教育水平：每 10 万人口平均在校生数(人)。 6.98 (0.85) 5.22−7.96 1989~2019 

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上网人数占总人口比例。 0.26 (0.22) 0.001−0.64 199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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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指标单独预测合作率 , 并同时控制所有编码 

的研究特征。这种滞后的数据匹配和分析有助于我

们初步探讨合作行为随时间变化的可能社会变迁

基础。 

3  结果 

3.1  初步分析结果 

我们首先对数据中的极端值进行处理, 将对数

转换后的合作率(yi)标准化。在排除 2 个极端值  

(|Z| > 3.29)之后, 最终的元分析包含 254 项研究, 

共计 302 个合作率(N = 29249)。我们基于这 302 个

效应量估计了整体样本的平均合作率 , 结果表明 , 

中国人的平均合作率为 0.51, SE = 0.03, 95%置信区

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为[0.49, 0.52], 估计的总

体异质性 τ2
(研究内变异) = 0.23, τ2

(研究间变异) = 0.05, 异质性

变异占总变异的百分比 I2
(研究内变异) = 80.94%, I2

(研究间变

异) = 17.81%, 模型的异质性检验显著, Q 残差(301) = 

19369.66, p < 0.001。 

3.2  主要分析结果 

我们使用三水平混合效应元回归模型估计了

时间(数据收集年份)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合作行  

为的变化幅度以及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

系。此外, 我们也比较了中美两国合作行为的变迁

趋势。 

3.2.1  合作行为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以数据收集年份为自变量, 以合作行为为因变

量, 在模型 1 中只纳入年份, 结果发现, 中国社会

中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随时间变化而上升, b = 

0.018, SE = 0.008, p = 0.029, β = 0.12 (见表 2 和图

1), 该结果与假设 1 相反, 支持假设 2。为了进一步

检验合作行为随时间的变化是否符合曲线模型, 我

们在元回归模型中同时纳入年份和年份的平方作 

 
表 2  时间影响合作行为的元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b SE 95% CI β b SE 95% CI β 

时间 0.018* 0.008 [0.002, 0.035] 0.12 0.024** 0.009 [0.007, 0.041] 0.16

社会困境类型 a     0.16 0.10 [−0.04, 0.36] 0.14

男性被试比例     0.31 0.27 [−0.22, 0.84] 0.09

互动重复性 b         

混合     −0.26 0.21 [−0.67, 0.15] −0.07

重复     0.02 0.07 [−0.12, 0.16] 0.01

群体规模     −0.21 0.12 [−0.45, 0.03] −0.14

K 指数     0.73** 0.24 [0.25, 1.21] 0.17

沟通 c         

混合     0.12 0.29 [−0.45, 0.69] 0.02

沟通     0.83** 0.26 [0.33, 1.34] 0.18

奖惩机制 d         

混合     0.00 0.14 [−0.28, 0.27] −0.01

奖惩     0.44*** 0.10 [0.24, 0.64] 0.27

合作率所属轮次 e     0.00 0.11 [−0.22, 0.22] 0.01

模型统计指标         

Q 模型(df) 4.83 (1)* 55.97 (12)*** 

Q 残差(df) 19146.79 (300)*** 13487.52 (289)*** 

R2 0.01 0.12 

τ2 (水平 2) 0.23 0.18 

τ2 (水平 3) 0.05 0.07 

I2 (水平 2) 82.10 69.47 

I2 (水平 3) 16.56 28.65 

注：k = 302。a 0 = 囚徒困境; 1 = 公共物品困境; b 参照组 = 单轮互动; c 参照组 = 无沟通; d 参照组 = 无奖惩; e 0 = 所有轮次, 1 

= 部分轮次。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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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测变量, 结果表明, 数据收集年份依然显著地

正向预测合作行为, b = 0.022, SE = 0.009, p = 0.016, 

β = 0.15, 而年份的平方项对合作行为并没有显著

预测作用, b = 0.002, SE = 0.002, p = 0.323, β = 

0.06。这些结果表明, 合作行为随着年份的变化表

现出线性增长趋势。 
 

 
 

图 1  中国社会中陌生人在社会困境中的平均合作率随

时间的历史变化趋势 
注：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b 和 p 值来自不加控制变量的元回归模

型(模型 1)。蓝线表示将对数转换回原始合作率后的模型预测

值。每个数据点表示一个样本中合作率的均值, 点的大小表示

该数据在回归模型中的权重 , 大的点表明效应量的变异较小 , 

在回归模型中所占的权重也越大。灰色区域表示合作率的模型

预测值的 90%的置信区间。 

 

接着, 我们在模型 2 中同时将所有编码的研究

特征(即社会困境类型、男性被试比例、互动重复

性、群体规模、K 指数、沟通、奖惩机制与合作率

所属轮次)作为控制变量 , 结果表明 , 在控制其他

研究特征之后, 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

依然随时间变化而上升, b = 0.024, SE = 0.009, p = 

0.006, β = 0.16 (见表 2)。此外, 社会困境中的沟通

和奖惩机制, 以及更高的 K 指数均正向预测人们的

合作率。即使我们把 2 个极端值也纳入到元分析中

并控制所有的研究特征后, 时间依然显著地正向预

测合作行为, b = 0.022, SE = 0.009, p = 0.013, β = 

0.13。 

3.2.2  合作行为的变化幅度 

我们进一步使用元回归模型中的方程分别估

算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在 1999 年时的合作率与

2019 年时的合作率, 然后估计中国社会中合作行

为上升的幅度。基于模型 2 的回归方程, 在控制了

其他研究特征后, 中国社会中合作行为的预测值从

1999 年的 0.33 上升到了 2019 年的 0.45, 在 20 年

的时间里上升了 34.21%; 基于模型 1 的回归方程, 

在未控制其他研究特征时, 中国社会中合作行为的

预测值从 1999 年的 0.44 上升到了 2019 年的 0.53, 

在 20 年的时间里上升了 20.48%。 

3.2.3  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 为探讨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的关系, 

我们在元回归模型中分别使用合作行为数据收集

的 10 年前、5 年前以及当年的每个社会指标单独预

测合作行为 , 同时控制所有研究特征。结果表明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社会保障率、城市化率

等社会指标均与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见表 3)。这

些结果(尤其是 10 年和 5 年之前的社会指标与合作

行为的相关关系)表明, 相应的社会指标变化可能

是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作水平升高的社会变

迁基础。 
 

表 3  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社会指标 
10 年前 5 年前 当年 

b β b β b β

经济状况       

人均 GDP 0.20** 0.16 0.17** 0.16 0.19* 0.14

社会保障率 4.12** 0.17 2.35** 0.17 1.82** 0.16

城市化率 0.02** 0.16 0.02** 0.16 0.02** 0.16

社会人口流动/关系流动       

人户分离人口比例 7.06*** 0.25 2.33*** 0.21 2.32** 0.19

第三产业人员比例 3.99** 0.19 2.89** 0.15 2.12** 0.18

居民平均出游人次 0.35** 0.16 0.16** 0.16 0.10** 0.16

社会联结       

独居人口比例 7.53** 0.20 4.47** 0.21 2.97* 0.13

粗离婚率 0.37** 0.18 0.19** 0.16 0.16** 0.16

高等教育水平 0.19** 0.17 0.21* 0.12 0.48* 0.13

互联网普及率 1.24* 0.14 0.69** 0.18 0.55* 0.14

注：k = 302, 每个模型均将研究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p < 0.05, **p < 0.01, ***p < 0.001.  
 

3.2.4  中美两国社会中陌生人合作行为变迁的比较 

我们将中国社会中的合作行为变化与美国社

会中合作行为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 以分析中美两

国合作行为变化的异同, 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中合

作行为的变迁特点, 并在更大的全球范围内理解人

类合作行为的社会变迁趋势。最近一项研究采用了

横断历史元分析探讨了美国人(k = 660, N = 63342, 

平均年龄：18~28 岁, 年代：1956~2017)在囚徒困

境和公共物品困境中互动时的总体合作率与年份

之间的关系(Yuan et al., 2022), 同时控制其他研究

特征(社会困境类型、男性被试比例、互动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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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规模、K 指数、沟通和奖惩机制等), 结果表明, 

在 61 年间, 美国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随着年代

的变化同样表现出升高的趋势 , b = 0.005, SE = 

0.002, p = 0.012, 上升了 19.67%。中美比较的不同

结果是, 在控制研究特征后, 中国社会中的陌生人

合作行为在 20 年间上升了 34.21%, 在更短时间内

有着更大的上升幅度。 

4  讨论 

在过去 20 年经历巨大社会变迁的中国社会中, 

人们的合作行为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分析具

有较高内外部效度的社会困境范式中的合作行为

实验数据, 直接探讨了这个问题。结果表明, 中国

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水平随时间呈上升

趋势, 在 1999~2019 年这 20 年间上升了 34.21% (共

302 个效应量, N = 29249, 平均年龄：18~28 岁)。

合作行为数据收集的 10 年和 5 年之前的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GDP)、社会保障率、城市化率、社会人

口流动/关系流动(包括人户分离人口比例、第三产

业人员比例和居民平均出游人次)、独居人口比例、

粗离婚率、高等教育水平、互联网普及率等均与合

作行为显著正相关, 它们可能是合作行为上升的社

会变迁基础。此外, 中美两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

合作行为表现出相似的变迁趋势, 但是中国社会中

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在更短时间内呈现出更大

的上升幅度。 

4.1  中国社会中陌生人合作行为上升 

如前所述,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分工体系

的复杂化, 陌生人之间感知的更多相互依赖性和利

益一致性是提升彼此合作的重要因素。同时, 中国

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使人们能

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社会困境, 在某种程度上促进陌

生人之间合作行为的上升。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

释为什么经济发展、第三产业人口比例和中国高等

教育水平与陌生人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 

此外, 个体主义是陌生人之间信任与合作的一

个重要条件(Berigan & Irwin, 2011; Chen & Li, 2005; 

Jing et al., 2021)。因为个体自主和独立于社会联结

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会更加依

赖 于 陌 生 他 人 (Allik & Realo, 2004; Durkheim, 

2019), 尤其是在社会分工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 

日益升高的个体主义可能促进人们对陌生人的信

任, 以及在具体的相互依赖情境中的合作行为。此

外, 个体主义高的现代社会具有更高的关系流动性

——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与新的陌生人进行互动, 建

立新的社会关系(Yuki & Schug, 2020)。城市化和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更是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社会互

动范围和居住流动性 , 促进了人们人际关系的流

动。以往研究表明, 关系流动性与社会中陌生人之

间的信任和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 (Romano et al., 

2021; Thomson et al., 2018), 因为在关系流动性高

的社会中, 人们需要通过对陌生人的信任、友善与

合作来建立同伴关系以及维持关系稳定, 提高社会

适应性(Yuki & Schug, 2020)。这至少可以解释为什

么社会保障水平、城市化水平、人户分离人数比例、

居民平均出游人次、独居率、离婚率以及互联网普

及率等与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总之, 

即使以往研究表明人们对社会上一般他人的信任

意愿或态度下降, 但是社会困境中的状态信任要比

一 般 信 任 更能 显 著 地 正向 预 测 合 作行 为 (Acedo- 

Carmona & Gomila, 2014; Balliet & van Lange, 2013; 

Pletzer et al., 2018)。因此, 在有相互依赖性的具体

社会互动情境中, 日益升高的个体主义更可能促进

而非抑制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与合作。 

最后, 本研究使用的是年轻成人群体被试, 其

中绝大多数为大学生样本。以往研究表明, 社会困

境研究中的大学生群体往往主修社会与行为科学

方面的专业课程(Balliet et al., 2021), 这些专业(尤

其是心理学)的教科书通常会讨论助人、合作等积

极行为的社会益处,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促使受高

等教育的年轻人表现出较多的合作行为。另一方面, 

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群体往往接触更多

的国家政策、社会合作规范与合作意识方面的教育, 

而且他们也更容易受到教育内容、社会规范、权威

和社会变迁趋势的影响(Sears, 1986)。那么, 随着中

国社会中更多的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 而且在全球

化过程中的国家发展理念和政策教育中更多凸显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建“一带一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边合作理念和战略, 这些

都可能促使年轻人群体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更多

地接触和认同合作规范, 提高他们的合作行为。 

总之, 以往基于城市化发展、个体主义提升和

社会信任的下降而认为中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合

作行为下降的观点可能是一种“错觉”。这些社会变

迁可能会使人们在社会认知或心态上感知到更少

的名声关注、更高的自我和独立性以及更不信任他

人, 但这些社会心理层面的变迁并不意味着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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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合作行为相应地降低。城市化的发展、社会分

工的精细化、人口流动等也促使人们有了更多接触

陌生人和与陌生人互动的机会, 个体与熟人之间相

互依赖性的降低反而促进与陌生人之间的依赖性, 

人们可能不信任他人, 但在实际的社会适应过程中, 

面对相互依赖性的情境又必须与他人合作, 这些都

可能促进人们合作行为的上升。本研究的假设 1 和

结果的不一致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的社

会认知或心态与其实际的社会行为之间的背离, 这

启示我们除了关注人们的社会认知、人格特质等层

面的心理变迁之外, 更要关注人们实际的社会行为

的变迁, 而社会行为的变迁恰是以往研究所忽视或

难以探讨的。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关注人们

社会行为的变迁, 澄清人们可能存在的基于社会认

知变化而推断出行为层面也相应变化的“错觉”, 以

更全面和客观地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及其对人们

心理和行为变迁的影响。 

4.2  中美两国陌生人之间合作行为变迁的比较 

尽管中美两国存在社会制度与文化差异, 但两

国社会中的合作行为都随着时间呈现上升趋势, 表

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以往研究表明, 全球范围内不

同 国 家 的 合 作 水 平 并 没 有 表 现 出 明 显 的 差 异

(Spadaro, Graf, et al., 2022)。社会文化变迁也会随

着相似的社会生态、经济发展等现代化进程表现出

共同的方向 (Greenfield, 2013; Inglehart & Baker, 

2000)。那么, 中国和美国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

可能因为两国相似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变迁趋势

(例如个体主义的升高和社会信任的下降)表现出趋

同性。这种趋同性表明现代化进程中科技(如互联

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精细

化使得人们在生活中更可能依赖陌生人, 与陌生人

进行互动, 促进同一社会中以及不同社会间的陌生

人之间的合作行为。总之, 从进化以及社会变迁角

度而言, 合作行为始终是人类解决各种社会适应问

题的重要策略(Boyd & Richerson, 2009)。未来研究

需要在更多的国家或地区验证合作行为上升是否

具有全球普遍性。 

此外, 与美国相比, 中国社会中陌生人的合作

行为有更大的上升幅度, 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这

可能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某些独特性。一方面, 

中国社会比美国等西方社会在更短时间内经历了

更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过程, 这使得社

会变迁具有时空压缩特点(景天魁, 2015); 近 20 年

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和高等院校入学率等

增长速度均显著高于美国(世界银行 : https://data. 

worldbank.org/), 互联网的用户规模和产业发展等

的增速也同样高于美国(方兴东, 陈帅, 2019)。另一

方面, 与美国等西方社会相比, 在中国的现代化转

型和社会变迁中, 人们的个体化是一种国家管理下

的个体化, 即在人们从集体主义向个体主义发展的

过程中, 国家通过限定对集体和国家有利的行为方

式和规范来管理个体化进程, 个体也往往内化社会

主义框架下的个体化发展方向(高海燕  等 , 2022; 

阎云翔, 2012)。那么, 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与合作共赢等理念可能会同步增强日益上升

的个体主义对合作行为的积极影响。这些都可能使

中国社会中的合作行为在更短时间内表现出更明

显的上升趋势。在社会文化变迁和文化群体选择的

过程中, 更加具有凝聚力和合作水平的群体将胜过

低凝聚力与低合作水平的群体(Mesoudi, 2009)。中

国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呈现更大上升幅

度的这种积极而快速的变化趋势, 是中国内部凝聚

力和社会资本增强的重要表现, 也反映了中国社会

体系变革带来的积极影响。这对于我国未来的持续

发展, 提高国家竞争力,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 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而积

极的意义。 

4.3  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局限。 

第一, 时间影响合作行为的效应量较小。尽管

中国社会中陌生人的合作行为在 20 年间有显著的

上升, 但时间只能解释 1%的合作行为的变异, 在

控制其他研究特征后, 时间也仅能解释 3%的合作

行为的变异。但是, 以往的一些横断历史元分析也

发现类似大小的效应量, 例如关于完美主义的变迁

研究(Curran & Hill, 2019)、特质共情的变迁研究

(Konrath et al., 2011)以及美国社会中合作行为变迁

的研究(Yuan et al., 2022)均发现时间影响心理与行

为的小到中等的效应量, 尤其是时间对行为层面的

影响更小。本研究中时间影响合作行为的效应量之

所以较小, 这一方面由于时间是影响合作行为的远

端变量, 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者在社会困境行为实验

中操纵的其他影响合作行为的变量(例如情绪)可能

会削弱时间对合作行为的效应。即使如此, 陌生人

之间合作行为的微小提升可以在长时间的社会变

迁中持续累积和自我强化, 在整个社会层面依然可

以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尤其是这种上升趋势在社

会发展中持续存在的时候。这种长久的合作行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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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趋势可能在不断累积和强化中逐渐提升社会的

合作规范与合作价值观, 进一步促进合作行为的上

升, 从而带来合作行为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持续

性的相互正向强化。 

第二, 与前人研究类似(Yuan et al., 2022), 本

研究由于数据结构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并不能排除

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之间关系的其他混淆变量的

影响 , 无法证明社会指标对合作行为具有因果效

应。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之间的正相关也可能仅仅

是因为所有的变量都随着时间发展线性增长而造

成的虚假相关。未来研究需要使用纵向追踪设计或

者时间序列数据来交叉验证本研究中的发现。此外, 

这些社会指标对合作行为均有正向预测作用, 本研

究也难以真正区分清哪些社会指标对合作行为的

潜在影响更大, 因为经济、城市化、社会人口流动、

教育等各个指标在社会发展中相互影响和交织, 而

且每个指标影响合作行为的潜在机制也可能存在

差异, 现有的数据结构和已知的方法也不足以进行

更多的分析、比较和解释。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

澄清各个社会指标与合作行为变迁之间的独特关

系并分析和比较哪些社会指标在合作行为的变迁

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从而更加精细和完整地理解

合作行为变迁的潜在社会基础。 

第三, 本研究无法探讨哪些具体的心理过程或

动机(如人们的合作价值观)随时间或社会变迁引发

了合作行为的变化, 也没法区分合作行为的上升反

映的是人们工具性合作行为(即把合作行为用作实

现目标的策略性工具)还是内在亲社会动机性合作

行为的变迁(Sommet et al., 2023)。尽管如此, 工具

性和内在动机性合作行为的上升都有利于提高社

会凝聚力, 而且长久的合作行为上升也可能逐渐提

升社会的合作规范, 促进人们的合作价值观等更加

内在的动机与社会偏好的上升, 进一步促进人们的

合作行为。我们呼吁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社会变迁

因素通过什么具体心理路径或过程影响社会困境

中合作行为的变化。 

第四,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是中国社会中的年轻

成人群体且绝大多数样本为大学生, 研究结果可能

没法推广到中国社会中所有年龄段的群体。但是, 

社会困境的实验行为研究大多使用年轻的成人和

大学生样本, 而且与年长群体相比, 年轻人也往往

更容易受到社会规范、权威和社会变迁趋势的影响

(Sears, 1986), 因此 , 使用该群体可以帮助我们很

好地检验中国社会中合作行为变化的连续性以及

社会变迁趋势的影响。以往研究也表明年轻的大学

生群体和非大学生群体之间的合作行为并没有显

著 差 异 , 并 不 影 响 合 作 行 为 的 变 迁 (Yuan et al., 

2022)。此外, 年轻人群体是社会中极具代表性的主

流群体, 他们在年龄上“承上启下”, 在社会发展中

也是“承前启后”。年轻人, 尤其是大学生群体通常

是每一代人群中的佼佼者和未来社会的中流砥柱, 

在居住流动性和关系流动性日益升高的现代社会

中, 他们无论是在学校还是进入社会都需要不断地

与陌生他人接触并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他们的合作

行为变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整个中国社会中

陌生人合作行为的变化趋势。 

总之, 本研究发现,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虽

然陌生人社会不断扩展, 人们的个体主义上升, 社

会信任下降, 但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行为(社会资

本的重要指标)依然表现出上升趋势。这对我们理

解中国社会资本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行为证据和视

角, 为我们团结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

内部凝聚力增强的社会行为信号。我们推断, 现代

化的发展、社交媒体等科技创新并不一定削弱人们

之间的联结 , 它们也可以促进陌生人之间的互动 , 

促进同一社会中甚至不同社会之间的陌生人之间

的合作行为。在整个中国社会以及人类社会持续的

现代化发展中, 随着城市化水平、独居率、关系流

动性等的升高, 未来的人们将更多地面临陌生人之

间的互动, 更需要依赖陌生人来实现个人或集体的

目标。那么, 更多社会中和不同社会之间的合作行

为也可能表现出上升趋势。若真如此, 这将有助于

我们更加乐观地应对各种社会公共挑战,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通过合作共赢来实现每个社会以

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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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operation among strangers is a key feature of social capital which facilitates societies to effectively 

compete with other societies. Notably, cooperation among strangers does not remain permanent or stable within 

a society but can shift with changes in ec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China has experienced tremendous social changes, mainly manifested in rapid 

economic growth, rising urbanization level, more widespread higher educ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Meanwhile, people’s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scope has expanded. Acquaintance 

society has been shrinking while stranger society has been expanding. Interpersonal trust has declined and 

individualism has increased.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whether cooperation (operationalized as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social dilemmas) among strangers has shifted along with above societal changes within Chinese 

society. Thus,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cooperation among young Chinese adults in 

situations involving conflicting interests (i.e., social dilemmas), this study meta-analyzed 254 studies conducted 

between 1999 and 2019 with 302 unique samples and effect sizes involving 29249 participants to test for 

possible changes over time in cooperation among strangers.  

    We conducted meta-regression analyses applying a three-level mixed-effects meta-regression model and 

performed multiple imputation to handle missing data in our model. For all analyses, year of data collection was 

entered as the predictor, and the cooperation estimate as the outcome variable. In addition, we also 

simultaneously added the study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i.e., dilemma type, proportion of male participants, 

repetitions, group size, K index, communication, sanctions, and period of cooperation) as control variables to the 

meta-regression models to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changes in cooperation are explained by study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we also calculated the magnitude of change in cooperation and report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sociocultural indicators and cooperation.  

    We found cooperation among strangers increased over time in Chinese society: The cooperation rate had 

increased from 0.33 in 1999 to 0.45 in 2019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variables. In addition, some societal 

indicators (e.g., societal wealth, urbanization level,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nd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measured 10 to 5 years prior to measures of cooperation were found to b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operation, 

suggesting that they may be potential societal underpinnings of increases in cooperation.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 among stranger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ws a similar upward trend, but cooper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has a larger increase in a shorter period.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boosting public confidence in solving 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Keywords  cooperation, social capital, social dilemmas,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social change 

 


